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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大兴城的西域胡人及其聚居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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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内容提要: 作为结束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来分裂局面之后出现的统一王朝，隋、唐两朝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位居当时东西方最强大的帝国之列，吸引了诸多外来民族人士前

来。特别是作为帝都的大兴城 ( 长安城) ，对于西域地区的胡人有着极强的吸引力。长安生活的外来

胡人虽数量众多，但并非杂乱无序，而是在特定区域基于自身的民族身份、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因

素日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胡人聚居区。对于唐代长安生活的西域胡人及其聚居区，前辈学者已做过不

少研究，但对于唐以前隋代在大兴城生活的胡人的居住格局，则鲜有人论述。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

探讨，对于探讨隋代胡人在大兴城的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一点认识。

关键词: 大兴城 长安城 胡人聚居区 粟特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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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朝的东、西两京长安和洛阳，① 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四面八方的
异邦人士不断前来，流连其间，并逐渐定居下来。在这些外来人士中，西域胡人特别是来自中亚
的粟特胡人占了相当大一部分，两京地区也成为唐代胡人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关于唐代长安的
粟特胡人，前人已有不少研究讨论，但对于唐以前的情形，则少有人论述。学者指出，长安自汉
魏以来，一直是胡人聚集之地，而其中粟特人的东来，以唐朝时为最盛。入唐以后，长安成为粟
特商人集中的地方，也是粟特来华使臣、质子及随突厥投降的部落首领、子弟定居之地，加上前
来传播佛教、景教、摩尼教的僧徒信士，长安成为粟特胡人在华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②

唐代长安的粟特人主要居住在东、西两市附近，特别是西市周边诸坊。围绕两市，分别形成
了以西市为中心的街西胡人聚居区和以东市为中心的街东胡人聚居区。这样较大范围内存在的外
来族群聚居区，它们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成于何时? 是同时形成的吗? 有什么异同? 对于这些问

题，笔者会另撰文详述。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将它们相提并论，但事实上，这两个聚居
区并非同步发展的，二者当中街西胡人聚居区更为引人关注，这不仅在于这一胡人聚居区的范围

更大，内涵更为丰富，还在于它的历史比起街东要久远一些，它的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隋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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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隋代长安称大兴城，本文为叙述方便，统称时用“长安”，专讲隋代时则用“大兴”。隋代东西二市也
各有专名，同样为叙述方便，我们一般情况下均用东西二市称之。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 年，第 1 ～ 116 页; 荣新江: 《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
聚落》，见氏著: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 年，第 76 ～ 85 页。



年。

讨论胡人聚居区，首先应关注生活其间的胡人。隋唐长安城的胡人，并不都是新来乍到的。

有些是早在北朝末年甚至更早时候就进入中国并定居下来的，由近年来西安北郊发现的北周末年

卒于长安的粟特胡人史君、安伽、康业及罽宾胡人李诞墓葬出土文物可知，北周时期的长安城内
就有一些粟特胡人及来自西域其他地区的胡人活动。① 隋取代北周，迁都大兴城 ( 即长安城)

后，这些胡人也应随同其他长安居民迁入新都，此外，随着隋与西域地区的沟通交流的增多，也

有一些胡人不断前来长安。无论是以哪种方式来到长安的，这些外来的胡人在长安是住在哪里，

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关于隋代大兴城生活的粟特胡人和其他西域地区的胡人，史籍直接提到的似乎并不多，目前

所知，有何妥、何稠、左领军将军史万岁、隋末由于阗入居长安的尉迟跋质那及乙僧父子、突厥
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等人。事实上，从一些材料可以推知，当时大兴城内生活有不少胡人，特
别是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宋人董逌在其 《广川画跋》卷四 “书常彦辅祆神像”条，曾提到一
条与祆祠有关的重要材料: ②

祆祠，世所以奉胡神也。其相希异，即经所谓摩醢首罗。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

能摄服四方，以卫佛法。当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颁政坊。常有群胡奉事，聚火
祝诅。奇幻变怪，至有出腹决肠，吞火蹈刃。故下俚傭人就以诅誓，取为信重。唐祠
令，有萨宝府官主司，又有胡祝，以赞相礼事，其制甚重，在当时为显祠。

尽管这段文字所述有不确之处，但材料本身的真实性还是可以信赖的，学者也据此指出隋人已有

奉火祆教者。③ 火祆教即源自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是中亚粟特胡人的主要宗教信仰。其初传中
国至晚是在西晋时期，即公元 3 世纪末 4 世纪初，将之传入中国的是来华经商的粟特胡人。④

在粟特胡人入华迁徙定居的过程中，无论在何地，祆祠与胡人聚居区的密切关系都是显而易

见的。据敦煌写本 S. 367 《沙州伊州地志》，“贞观中 ( 627 ～ 649 年) ，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

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 ( 675 年) 改为石城镇，隶沙州。”⑤ 在
这一胡人聚落中，有其所立“祆舍一所”⑥。此处的“祆舍”和文献中记载的 “祆祠”同义，即
聚落内胡人的宗教活动场所。石城镇粟特胡人聚落内的祆舍与聚落本身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共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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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这些胡人，可参看拙文: 《论北周时期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5 年第 4 辑; 福島恵: 《罽賓李氏一
族攷———シルクロードのバクトリア商人》，《史学雑誌》第 119 編第 2 号，2010 年，第 35 ～ 58 页。
录文引自林悟殊: 《唐人奉火祆教考辨》一文，据中山大学馆藏本著录。见林悟殊: 《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
国》，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年，第 157 页。
林悟殊: 《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第 158 页。
荣新江: 《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 293 页。
池田温: 《沙州图经略考》，载《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 山川出版社，1976 年，第 91 ～ 93 页;
唐耕耦等: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9 页。
敦煌写本 P. 5034《沙州图经》卷五，见池田温: 《沙州图经略考》，第 97 页;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
录》一，第 37 页; 荣新江: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 42 页。



系，以及吐鲁番、敦煌、凉州等地粟特聚落内存在的类似现象，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哪里有粟
特胡人聚落，哪里就有其民众信仰中心———祆祠的存在; ① 作为宗教信仰核心出现的祆祠的存
在，背后依托的一定是相当数量的胡人住户。② 因此，由祆祠与粟特聚落的关系来看 “立祠颁政
坊”之举，可以推知隋初颁政坊周边一带已经生活有为数不少的胡人，而且很有可能颁政坊是
粟特胡人在隋唐长安城内较早聚居的一个坊里。③

上引《广川画跋》这条材料不仅提示我们隋代大兴城内粟特胡人的存在，也为考察这些胡
人居第分布提供了一些线索。胡人在北周长安城和隋长安城 ( 大兴城) 的居地分布，史籍中几
乎没有留下太多记录，仅有寥寥几条，④ 如韦述《两京新记》记录了史万岁的宅第是在城南街西
靠近延平门的待贤坊，⑤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尉迟乙僧家族在街西毗邻西市的居德坊内，

后为奉恩寺，⑥ 鲜于遵义宅是在居德坊西北隅。⑦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坊里都是位于街西，而
立有祆祠的颁政坊同样也是位于街西，是在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三坊，靠近皇城一带。从这几
个胡人所居坊里的位置来看，隋代胡人主要是在街西一带活动。

进入长安城的胡人为什么多是在街西而非街东居住生活? 是胡人随意择地的结果还是隋朝政

府迁入新城时的有意规划安排? 现存材料虽然非常有限，但细加分析可以看出后者的可能性要更

大一些。

隋大兴城位于汉魏长安城东南，是开皇二年 ( 582 年) 由高颍主持、宇文恺总负责规划设
计，阎毗、何稠等人参与营建的。这是一个有着明确设计理念以凸显不同区位功能的规模宏大的
全新都城，居民区较之前朝明显扩大，学者指出，这固然与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关，但从其
设计意图推测，主要还是承袭曹魏以来都城为了直接控制大量人口的需要而规划的。⑧ 统治者对
于不同身份职业的人在城市中居地位置的规划，《管子·小匡篇》提出的原则是: “士农工商，

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⑨“四民不杂处”这一原则在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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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荣新江: 《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 158 ～ 160 页。
一个粟特聚落建立一座祆祠需要有多少粟特胡人民众，具体数目并不清楚，韩森先生认为至少是 40 人左右，
参看韩森撰; 王锦萍译: 《从吐鲁番、撒马尔罕文书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 《吐鲁
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第 631 页。笔者以为，很可能并无一个严格的具体数目要求，而是依具体情况而定。
虽然从现有材料来看，尚无一户颁政坊内粟特胡人的具体例证，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所掌握的长安坊里胡人居

住分布状况本身材料就不够丰富，且全都是唐代的材料，因此并不足以反驳隋初颁政坊及其周边有胡人聚居

的推论。此外也应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 颁政坊过于靠近宫城、皇城，而距离许多胡人赖以营生的商业中心
西市相对稍远一些，因此也有可能该坊后来日渐退出胡人居住地的选择范围。
上文提及的北周这些粟特胡人在长安的葬地相距很近，墓葬中也都出土了墓志，但很遗憾墓志中并未提及他

们的居第所在，不过，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罽宾人李诞是居于 “万年里”宅，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北周长安
城内里坊之一，但具体位置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程林泉，张翔宇，张小丽: 《西安北周李诞墓初探》，《艺术
史研究》第 7 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04 页。
《太平广记》卷三二七引《两京新记》卷三。
《历代名画记》卷三。
《长安志》卷一○: “ ( 居德坊) 西北隅，普集寺。开皇七年，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舍宅所立。”
宿白: 《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考古》1978 年第 6 期。
《管子校注》 ( 新编诸子集成本) ，中华书局，2004 年，第 400 页。



一些王朝都城的规划实践中也有所执行，① 慎重对待四民宅第分布是很有必要的，但不 “杂处”
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太现实的。据研究，隋大兴城建成之初，各色人等住宅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普
遍是错杂而居，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区，如处于上层的高官贵戚在大兴城中选择住宅时，有较

多人更为偏好城市的西部。② 这也表明，对于迁入大兴城后的宅第所在，高官显贵们是有一定的
优先选择权的。不过，还有一些看来是被有意安置的，如隋炀帝的藩邸是在紧邻皇城外的朱雀大
街东侧、北距皇城正门朱雀门仅一坊之隔的开化坊，而隋文帝其他诸子则是被安排在空旷偏远的
城南诸坊建宅。③ 对于这些特权阶层，统治上层肯定会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充分照顾他们的个人
利益，而且他们人数有限，安置规划操作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而对于数量众多的普通百姓来

说，政府似乎不太可能任由他们自由选择，否则大家可能都会挑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的坊
里，势必造成某些坊里人口过多而某些坊里无人问津的不平衡局面。因此，在迁入大兴城之际，
普通民居的分布安排可能还是由政府来负责规划的，特别是外来胡人在都城内的住宅分布，无论

对于政府来说，还是对于胡人住户自身而言，都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更应重视。隋之前诸
多王朝对于外来入朝人员都有专门机构负责安置在特定区域，④ 特别是北魏洛阳城，有意吸纳很

多外来归附者进入洛阳城，政府对于这些人在城市中的安置规划也非常重视，《洛阳伽蓝记》对
此记载如下: ⑤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 一名金陵，二名
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馆 ( 里) : 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
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
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
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
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
家。
面对众多归附的四夷来客，北魏洛阳城的规划者们在城外洛水以南、伊水之北选择特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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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刘淑芬先生指出的，北魏在营建都城方面有士庶异居、伎作不杂处的传统，孝文帝在营建洛阳之初，为使
“寺署有别，四民异居”，在城内外划分各个特定区域，以安置不同身份职业的人。见其《六朝的城市与社
会》，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1992 年，第 180 ～ 182 页。
这从妹尾达彦先生对隋代大兴城内高官贵戚居第的统计及所绘示意图上即可看出，见氏著: 《唐長安城の官
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第 55 卷第 2 号，1996 年，第 38 ～ 39 页。最近，辛德勇先生依据韦述《两京新
记》、宋敏求《长安志》及考古发现等材料，统计隋代部分高官贵戚住宅，撰成《隋大兴城坊考稿》一文，
见《燕京学报》 ( 新二十七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5 ～ 48 页，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分析隋代大兴
城住户的情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他还结合唐临《冥报记》等书的记载，进一步追溯了中国古代城市
特别是历代都城的演变历程，指出造成这种择地时“重西轻东”现象的是“西者为上”的传统习俗，见辛
德勇: 《〈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清华大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 此据陈平原，王德威，
陈学超编: 《西安: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34 ～ 143 页。
据《两京新记》卷三“归义坊”条: “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乃使诸子并于南郭立第。时秀有
宠，封土殷富，起第最华。秀死后没官，为家令寺园。”蜀王、汉王、秦王、蔡王宅第分别在归义、昌明、
道德、敦化四坊。见宿白: 《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考古》1978 年第 6 期。
王静: 《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4 ～ 71 页。
杨衒之撰; 范祥雍校注: 《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160 ～ 161 页。



域，并赋予别有深意的里名，对他们加以妥善安置。① 如此良苦用心，主要是为了加强政府对四
夷归化者的有效管理和控制，② 同时可能也有出于便利外来人士日常生活的考虑，让来自同一地

区、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下可以拥有一个小的母
语环境，这样可以减少他们在异乡的不适应感和抗拒感。不过，这种将外来人口聚居区置于远离
城市核心区域的边缘地带，与其他普通居民区完全区别隔开的做法，也有它明显的弊端，就是会

给居住其间的归附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觉得自己是被置于主流社会之外，不太利于他们更快

认同并融入到主流社会中。③

隋代大兴城胡人聚居区是在充分考虑到所选城址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的前提下，承袭北魏
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都南城的城市布局建造而成的，可能在外来归化者的宅第这一问题上，某
种程度上也借鉴了北魏洛阳城的做法。不过，从现有材料来看，隋代统治者虽没有像北魏政府那
样特意划出一个区域来严整规划外来居民，但也没有任由他们散布全城，随意与其他普通居民杂

居，而是将他们规划在大兴城朱雀大街以西这一区域，特别是西市周边一些坊里。对此，从这一
带坊里的命名可透露一些端倪。众所周知，隋唐长安城坊里不仅布局排列规整，坊名也大多寓意
深远。考察街西特别是西市周边一些坊里的名称，不难看出大兴城的设计者在这一区域坊里规划
方面有意突出对外政治宣传功能，这一点和北魏洛阳城的做法相似。比如，西市南邻的怀远坊之
名有“怀柔远夷”的意思; 与之东西隔街相望的弘化坊，取意为向外来者 “弘传王化”④。因
此，从坊名来看，怀远坊、弘化坊有可能从一开始就计划是安置胡人的区域，隋朝政府在坊名选
取上用心良苦，也是试图招徕更多胡人。⑤ 隋代统治者将西域胡人居住地纳入到城市当中，让他
们在与其他长安市民错杂而居的情况下，又可以保留相当的自由度，允许小范围的聚居，这种做

法，比起北魏洛阳城那种很强的居住隔离的做法 ( 即将四方归化者全部置于洛阳城外，与内城

完全隔离开来) ，显然更为开放、进步得多。

二

大兴城的规划者将外来胡人安置在街西诸坊里，可能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可能考虑到街西的地理方位与西来胡人之关系。街西坊里有靠近城西的金光门、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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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北魏洛阳四夷馆及四夷里的设置时间、具体位置及居住人员等，参看王静: 《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
究》，第 52 ～ 66 页。
刘淑芬先生认为，北魏政府对于这些安置归顺降服者的坊里有严密的管制，不许任意迁往他坊居住，见

《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 427 页。
这一点从上引《洛阳伽蓝记》引文中略而未引的萧宝寅的例子看得很清楚。
唐时为避孝敬皇帝李弘讳改名崇化坊，见〔清〕徐松撰; 张穆校补; 方岩点校: 《唐两京城坊考》卷四，中
华书局，1985 年，第 125 页。李弘，显庆元年 ( 656 年) 被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 ( 675 年) 薨，谥为“孝
敬皇帝”，见《新唐书》卷八一《孝敬皇帝弘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588 ～ 3590 页。“崇化”一名甚
至与 8 世纪初唐西州高昌县粟特胡人聚居的“崇化乡”名字完全一致。唐将“弘化”改为“崇化”，取名用
义相同，不过主宾颠倒而已。而且，无论“弘化”抑或“崇化”，与敦煌从化乡粟特聚落之“从化”皆取义
相近，皆含有以中原文明开化边夷之意。
吴玉贵先生早已注意到西市周边坊里的名称问题，其解释与笔者略有不同，见其《唐代文化·对外文化交
流编》，李斌城主编: 《唐代文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859 页。



门。据学者研究，向西出入长安城，无论是西去咸阳通西域，还是西北经泾阳趋塞北，多取开远
门，金光门次之。① 从东郭春明门至西郭金光门之间的大街，即联通东西两市的朱雀门前横街，

不仅是长安城内部沟通的要道，也是通往城东、城西的交通主干道。因此，相对于街东来说，将
胡人安置在街西一边，有利于西来胡人之安顿及与西方的沟通。

其次，将胡人居地规划在朱雀大街以西，可能也和隋代处理外交事务场所的方位有一定关

系。从现有材料来看，这一方位是“西”，比如，隋王朝处理对外交往事务的鸿胪寺及其下所属

之蕃客馆，② 都是位于长安城中轴线以西。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宫城之外、皇城西侧靠近
含光门的“承天门街之西，第七横街之北”，“从东第一，鸿胪寺; 次西，鸿胪客馆。”③ 有学者
认为隋之蕃客馆即唐之鸿胪客馆，④ 则有隋一代，负责王朝外交事务的鸿胪寺及蕃客馆的位置是

在西边。⑤

将鸿胪寺这类的外事机构安排在城市的西边，也可能是古制的一种延续。⑥ 作为向四方 “酋
渠首领”及使节提供食宿的客馆，隋代的蕃客馆和魏晋的客馆、北魏的四夷馆以及唐代的鸿胪

客馆、礼宾院，皆与汉代的蛮夷邸有一脉相承的关系。⑦ 蛮夷邸在西汉都城长安城中的位置，依
《三辅黄图》是在藁街，⑧ 但遗憾的是其具体位置不明。有学者考证藁街可能是直城门大街或横
门大街，蛮夷邸是在北临直城门大街和横门大街南端的未央宫北阙附近，⑨ 位于汉长安城的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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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辛德勇: 《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长安城交通地理研究之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 年
第 4 辑; 此据作者: 《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55 页，并参看第 143 页示意图。
有学者认为炀帝时设于东都洛阳外郭城建国门外的四方馆也是客馆，石晓军先生已指出其非，并辨明了四方

馆之功能，见其: 《隋唐四方馆考略》，收入荣新江主编: 《唐研究》第 7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11 ～ 325 页。
可参看〔日〕妹尾达彦: 《長安の都市計画》，讲谈社，2001 年，第 123 页，图 32“长安的宫城”。
辛德勇: 《隋大兴城坊考稿》，第 35 页。
值得一提的是，在形制、布局，乃至一些建筑、坊舍名称多承自隋唐长安城的日本平安京，虽然将鸿胪馆一
分为二，分设在京城南部朱雀大路的东、西两旁，靠近东、西二市，但作为招待外国使臣的迎宾馆的是西鸿
胪馆，而非东鸿胪馆 ( 王仲殊: 《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 ( 左京) 为更繁荣》，
《考古》2002 年第 11 期，参看 79 页图五“日本平安京平面图”; 此论文亦刊于大塚初重先生喜寿記念論文
集刊行会编: 《新世紀の考古学: 大塚初重先生喜寿記念論文集》，纂修堂，2003 年，第 935 ～ 952 页) 。平
安京的东、西鸿胪馆原本共同承担外使来访接待任务，但在渤海国遣使锐减之后，此一职能由西鸿胪馆保
留，而东鸿胪馆改作他用，或许是和隋唐长安城中鸿胪馆的方位本来就在西有关。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有待专家进一步研究。
妹尾达彦先生曾在一次关于遣唐使的发言中对鸿胪寺、馆位于西边有所解释: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
的鸿胪寺及其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建在皇城南边的承天门街以西和第七横街以北的广大地区。鸿胪寺建
在进入皇城南门———朱雀门不远的地方，据认为这是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
他官厅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与此同时，统筹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的鸿胪寺也是因为需要建
在朱雀门街西边即属阴的方位的缘故，大地是属阴的。聚集在鸿胪寺的这些外国使节，最能说明长安是处于
宇宙的中心。”
虽同为外事机构，客馆在功能上实不同于鸿胪寺，不可混淆。此处所列汉唐时期各类客馆，是依据石晓军:
《隋唐四方馆考略》一文意见，第 313 页。
何清谷校注: 《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 年，第 373 页。
刘庆柱，李毓芳: 《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21 页，并参看 18 页图六“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
意图”; 王静则认为蛮夷邸可能是在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横门之内与未央宫北阙相对的大街 ( 《中国古代
中央客馆制度研究》，第 23 ～ 25 页) 。



角。

隋代政府在对外交往方面偏好于西，不仅表现在将大兴城外郭城西面由北向南第一门名为

“开远”，或许还可从下面这件事看出。大业十年 ( 614 年) ，隋兵部侍郎斛斯政叛投高丽，后高
丽遣使求降，遂囚送斛斯政至京城长安，被炀帝在“公卿百僚”面前公开处决。值得注意的是，

处决地点并非文献中常见的西市，① 而是选择在城西的城门这一特殊的公开场合。尽管有文献记
载是在开远门，也有记载是在金光门，② 但是在城西一城门处是无疑的。按说自高丽东来进入长
安，必经城东的通化门或春明门，因此，无论是在哪个门，处理这一具有震慑、警示目的的涉外
事件，选择了城西的城门，很可能就像我们上文分析的，长安城的 “西”区自隋初以来即与涉
外事宜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
再者，隋朝政府当时安排在长安生活的外来胡人时也要顾及他们的生存状况，也就是说，要

考虑他们的身份和职业。尽管自北朝末年直到隋，在长安生活的胡人中有一些入仕宫廷，但大部
分胡人在此还是从事他们最为擅长的商业活动，这一点由西安北郊发掘的几座胡人首领墓葬图像

上一再出现的胡人外出商旅图反映得很清楚。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居民住宅的布局规划， 《管
子·大匡篇》明确指出: “凡仕者近公，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③ 即商人与市场的天然联
系决定了商人居地的选择最好是在市场附近。现有材料表明，隋代大兴城的设计规划者在具体实
践中是贯彻了这一原则的。

隋代大兴城内有东、西二市，并有专称。东市名 “都会”，西市名 “利人”。④ 东、西二市
位于朱雀门街前的东西横街上，这条街也就是东郭春明门至西郭金光门的大街，是长安城内及通

往城东、城西的交通主干道。关于隋大兴城市场周边的居民， 《两京新记》保留了零星几条资
料:

怀德坊。东门之北，惠 ( 慧) 日寺。开皇六年立，本富商张通宅，舍而立寺。通
妻陶氏常于西市鬻饭，精而价贱，时人呼为陶寺。

崇贤坊。西门之南，法明尼寺。开皇八年，长安富商王道买宾 ( 《两京新记》、《长
安志》皆作“买”) 舍宅所立。

弘化坊。东门之北，经行寺。本长安令屈突盖宅，开皇十年，邑人张绪市之立焉。
这几条材料都是隋文帝开皇初年长安人舍 ( 或市) 宅为寺的例子，前两条材料明确记载其人是

为“富商”，第三条材料虽仅言“邑人”张绪，但从其可买下长安县令屈突盖宅第可推知，他可
能也是家赀不薄。若此推断不误，那这几个例子表明这些富商在这些坊里的宅第应该是从甫迁入
大兴城即拥有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坊都在西市利人市周边。虽然仅有少数几个例子，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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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隋时长安城内死囚示众处斩之地，多是在市场这一公共场所，这也是沿循旧制的做法。如仁寿中，蕃客馆的
庶仆、主客令等就是被棒杀于西市 ( 《隋书》卷二五《刑法志》，中华书局，1973 年，第 716 页) 。
《隋书·食货志》记载是在开远门 ( 第 688 页) ，《隋书·炀帝纪》和《隋书·斛斯政传》则记是在金光门
( 第 88、1623 页) ，笔者更倾向于是前者，因为曾经有玩忽职守的武库令也是在开远门外被处死的 ( 《隋
书·高祖纪》下，第 55 页) ，当然，可能和学者分析唐代刑人之所的情况相同，隋代刑人之所不止一处，
在不同地方处决不同类型的犯人，可能隋代处决官员是在城门，而对于普通身份的罪犯则选在市场进行处

决。
《管子校注》 ( 新编诸子集成本) ，第 368 页。
唐长安城则不只二市，不过主要的还是东、西二市，但已没有专名。见史念海，史先智: 《长安和洛阳》，
《唐史论丛》第 7 辑，1998 年，第 15 页。



可能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情况，即西市附近诸坊分布有商人宅第，这很可能是出于隋朝政府最初

“工商近市”的考虑安排，把商人宅第安排在市场周边坊里，这种空间上的靠近有利于商人的经
营活动。如富商张通妻陶贵，其宅在怀德坊东门之北，① 去紧邻的西市卖饭，自然是非常方便。

三

如果说从北周的旧长安城新迁大兴城之际，胡人在长安的居住地如同其他长安普通居民一

样，更多是出于隋朝政府有意识的规划安排的结果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将这一区域发展成为一

个较大范围的胡人聚居区，居住情况的变化则更多的是外部条件的限制和胡人自身的推动。

首先，无论古今中外，与同一族群的人聚居是移民进入新的生活环境后普遍或者说本能的选

择。社会学家指出，移民聚居区基本上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国际移民形成的，另一类是国内移民
社区。据此分类，我们所要讨论的隋唐长安的粟特胡人聚居区属于国际移民聚居区，形成的原因
主要是移民和流入地社会之间文化的隔阂。② 这种解释用于隋唐之际长安城出现的胡人聚居区也
是合适的，因为没有资料显示隋唐之际的胡人在长安的聚居是出于外部的社会压力，即受主流族

群的歧视和排挤，相反，从北周末年胡人在北周政权中的作用以及凉州安氏胡人家族在李唐王朝

政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来看，③ 胡人当时在统治阶层那里是颇受重视的。统治上层对于西域政权
在某些时候甚至是主动示好，以图招徕更多胡人。因此，胡人在长安城内的聚居，更多地是基于
他们自愿。毕竟对于很多胡人，特别是初来乍到的胡人来说，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要想尽
快消除沟通障碍，顺利融入主流社会，并非易事，在此情况下，他们可能更愿意群居在一起，以

减少一些不适应，在异乡也可享有一种安全感。

其次，正如上文已经强调的，尽管已经有一些胡人入仕隋廷，但大部分前来长安的胡人还是

以经商为生，西市作为大兴城内的一个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对于这一部分胡人来说，就如磁石

一般具有超强的吸引力。④ 因此，在选择居地时，他们就会依照隋朝政府初入大兴城时所规划的
朱雀街西这一大范围内，自觉主动地向他们赖以营生的西市慢慢靠近，从而日渐在西市周边形成

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胡人聚居区。虽然很遗憾目前尚未发现有表明隋大兴城西市和胡人之间密切关
系的资料，但隋末洛阳的一条材料可能会对探讨此问题有所帮助。《资治通鉴》“炀帝大业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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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大兴城的西域胡人及其聚居区的形成

①

②

③

④

陶贵卒于开皇十七年 ( 597 年) ，其墓志已出土，图版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9 册，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16 页; 录文见韩理洲辑校编年: 《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4 年，第
162 页。
项飚: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三联书店，2000 年，第 494 页。
分别参看拙文: 《论北周时期的胡人与胡化》及吴玉贵: 《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荣新江主编: 《唐
研究》第 3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95 ～ 338 页。
城市中的商业中心对于外来移民的吸引力在现代美国移民群体那里也可看到。研究者指出，当移民群体抵达
一个美国城市后，倾向于集中居住在中心商业区外与其他族群相对隔离的地段内，但随着时间流逝，移民社

区开始在居住上分散开来。参见 Burgess，The Growth of the City: 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in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Vol. XVIII，1925，pp. 57 － 85; 此处转引自
阿维利·M·盖斯特等: 《居住中的族群隔离: 变迁的模式》，马戎编著: 《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69 页。



( 610 年) ”记，隋炀帝曾将诸蕃酋长集中到洛阳，“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① 隋代洛阳
有三市: 丰都市、通远市和大同市，即唐时的南、北、西三市。三市之中，域外来客点名要去南
市丰都市贸易，由此足可见该市在洛阳三市中之商业繁荣程度及对外来人士之吸引力。据学者研
究，洛阳南市和长安西市一样，多胡商活动。② 而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胡人墓志也表明，洛阳的
粟特胡人就主要集中在南市周边诸坊，北市附近仅有个别人家，③ 而且南市西坊内还建有商胡祈

福时所用的胡祆神庙，④ 市场对于以经商闻名的粟特胡人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以粟特胡人在
商业领域一贯表现出来的敏感、精明来推断，这一吸引力在他们那里会产生不小效应，新来的粟
特胡人在大兴城内选择居住地时不可能不考虑到市场、地理位置的因素。毕竟，在同样的外部条
件下，越靠近市场的地方，商业活动、日常生活越方便一些。

以上我们对隋代大兴城朱雀街西的胡人聚居区存在的情况做了一番尽可能的勾稽，受材料所

限，对于一些问题我们尚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唐代长安城西市周边胡人聚居

区的出现，并非始自唐朝，而是在隋时已初具雏形，胡人在街西的聚居很可能是隋朝政府有目的

规划安排的一个初步显现，而将这一区域发展成一个外来族群特别是西域胡人的聚居区，则是和

城市中日渐增多的胡人自身分不开了。尽管在中国境内丝路沿线主要城镇都有粟特胡人聚落存
在，但隋唐时期的很多胡人进入中国后，目标很明确，就是直奔都城长安。无论是慕 “王化”
而来，还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作为都城的长安所具备的吸引力是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对于胡
人而言，帝国的都城相较其他地方而言都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这里不仅有更多的商业机会，而

且有业已存在的胡人移民社会可以依靠，对于初来乍到的胡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可

以减少一些他们在异乡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帮助他们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 陈 霞

责任校对: 王文洲

·21·

《西域研究》2011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中华书局，1982 年，第 5649 页。
宿白: 《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第 422 页。
荣新江: 《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 85 ～ 90 页。
〔唐〕张鷟撰; 赵守俨点校: 《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 年，第 64 ～ 65 页。



A Study on Zheng Ji＇ s " Expeditions to the Western Regions Several Times"
Zhang Defang ( 1 )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rallel analysis on historical documents，the author argues that Zheng Ji＇s

" expeditions to the Western Regions several times" recorded in the Hanshu Biography of Zheng Ji possi-

bly refers to the military actions he participated then，such as the attack on Dayuan in 101 BC，the assas-

sination of the king of Loulan in 77 BC，helping Wusun attack Xiongnu in 72 BC，etc．

Key words: Zheng Ji; Protector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estern Han; The Hanshu Biog-

raphy of Zheng Ji

The Hu ( non －Han) People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Daxing City

of the Sui Dynas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ir Communities Bi Bo ( 4 )

Abstract: Sui and Tang，as two unified dynasties after several hundred years of division and separa-

tion，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political，economical，cultural and other fields． Ranked among the

greatest empires of the world，they attracted numerous non － native ethnic groups from far and near． The

Daxing City ( Chang ＇an) ，as the capital of the empires，was a destination for many people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including Sogdians and other peoples with origins far to the west． These immigrants

came in large numbers and established distinct quarters or communities in the city，united by ethnic iden-

tity，language and belief． Although the Tang － period incomer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ir immi-

grant quarters in Chang＇an have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their presence under the Sui dynasty has not ye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aims to address this subject and establish what can be as-

certained．

Key words: Daxing City; Chang＇an; Hu people＇s community; Sogdians

The German Nebra Disc and the Pleiades Calendar Used by Nationalities

in North China in Mediaeval Times Kong Qingdian，Ma Dingling ( 13)

Abstract: The Nebra disc is one of the most sensational European discoveries of the decade． It ap-

pears to carry symbols of the sun，moon and stars，wrought in gold on a flat bronze disc just over a foot

across． It is not only very strange，but，famously，appears to be winking，initially raising the suspicion

that it may be a hoax． Scholars have claimed it firmly for the Bronze Age，and the debate now moves to

the matter of its meaning． Here the author offers a subtle relation between it and the Pleiades Calendar

used by nationalities in North China in mediaeval times. This relationship maybe show that the Nebra disc

is not so old and was the shamanistic device of a nationalitiy in North China in mediaeval times．

Key words: Nebra disc，Pleiades Calendar，Nationalities in North China in Mediaeval Times

The Exotic Geography Knowledge from Ilkhanate

———A Study on the World Map in Safineh － yi Tabrīz Qiu Yihao ( 23)

Abstract: The author studies a piece of world map which is relevant to Mongol World Empire． This

map was drawn in Ilkhanid era and embodied in an encyclopaedia discovered in Iran recently． As an ex-

emplum of the Sino － Islamic cultural exchange，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is map indicates the typical 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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